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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下
香港“外籍法官”的角色演变

林 峰*

摘 要 自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开始,“外籍法官”一直都是其司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旨在探讨过去的一百七十多年间“外籍法官”角色之演变,具体包括对香港法治的实质贡

献以及象征意义。透过对殖民地时期和回归后“外籍法官”角色的详细分析,本文指出“外籍法

官”对香港的作用与重要性,已从殖民地早期的实质贡献,逐渐演变为主要具有象征意义。如

今,在实质贡献方面,虽然“外籍法官”仍有一定的重要性,但并非不可被“本地法官”所取代。

就其象征意义而言,文章认为,在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在香港社会以至国际社会眼中,

“外籍法官”的存在仍相当重要。当中国法治国家治理体系全面确立之后,“外籍法官”在香港

的历史使命将正式结束。

关 键 词 外籍法官 本地法官 一国两制 香港特别行政区 法治

引 言

自1843年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开始,“外籍法官”一直都是香港司法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并在香港社会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就“外籍法官”的含义而言,无论是香港的宪制性

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下文简称《基本法》)还是任何其他本地立

法都没有作出明确的定义。香港本地司法机构人员协会(LocalJudicialOfficers’Association)

的会章规定,任何法官,只要是以本地待遇招聘的,又或是与香港有密切联系的,不论其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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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被视为“本地法官”。〔1〕该定义把从外国直接以本地待遇聘用但与香港没有任何实质联系

的法官也视为“本地法官”。该定义虽然从平等待遇的角度看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从对香港

本地情况或者法律了解的角度来看,则并不合理。因此本文只采用该协会对“本地法官”定义

的第二类,即凡与香港有实质联系的法官都被视为“本地法官”。〔2〕其他与香港没有实质联

系的法官则被视为“外籍法官”。

本文旨在探讨自香港开埠至成为已有十八个年头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这过去的一百七十多

年间,“外籍法官”在香港不同时期所扮演的角色之演变,具体包括对香港的法制和法治所作出

的实质贡献以及对香港法治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这两种角色。透过对殖民地时期和香港回归后

作为特别行政区期间“外籍法官”所扮演角色的详细分析,本文指出“外籍法官”对香港的作用

与重要性,已从殖民地时代早期的实质贡献,逐渐演变为现在主要对香港法治所具有的象征意

义。如今,在实质贡献方面,虽然“外籍法官”目前对香港仍有一定的重要性,但已经并非不可

被“本地法官”所取代了。就其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而言,对回归后的香港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

作用。文章指出,在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香港司法机构保留聘用部分“外籍法官”的传

统,在香港社会以至国际社会眼中,都具有相当重要的象征意义。不过,当中国法治国家治理

体系全面确立之后,“外籍法官”在香港的历史使命便会正式结束,届时香港便不需要再聘用

“外籍法官”了。

一、“外籍法官”在香港开埠初期至日治时期所担当的角色

香港从成为英国殖民地开始至回归之前,其司法机构一直主要由外籍人士组成。这与英

国于1841年占领香港之后,迅速把英国的普通法及相应的司法制度引入香港有关。〔3〕早在

1841年2月1日,香港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之前,英国驻华全权钦使兼商务总监查尔士·义

律(CharlesElliot)及驻远东舰队支队司令伯麦(J.J.GordonBremer)联合发布的公告已经规

定,虽然香港的本土居民可继续由乡村长老以中国法律、风俗、习惯管治,但他们同时亦受制于

英国派驻当地的裁判官。〔4〕同年4月30日,威廉·坚伟上尉 (CaptainWilliamCaine)被委

任为香港首位首席裁判官。〔5〕另外,在1843年1月4日,英国的枢密院颁发了一个命令,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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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Yueetal.,“Judiciary‘FacesStateofCrisis’”,SouthChinaMorningPost,29June1993,p.8.
至于如何定义实质联系,本文认为在香港享有《基本法》第24条所规定的永久居留权是一个比较

好的选择。

SeePeterWesley-Smith,TheSourcesofHongKongLaw,HongKongUniversityPress,1994,

pp.87-89.
SeeJamesWilliamNorton-Kyshe,TheHistoryoftheLawsandCourtsofHongKong:From

theEarliestPeriodto1891,Vol.I,VetchandLeeLimited,1971,pp.5-6.
Ibid.,at6.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n/



香港撇除于广东的刑事及海事法院的管辖范围,并在香港设立其专属法院。〔6〕之后,英国政

府于同年4月5日颁布皇家特许状(RoyalCharter),宣布香港正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7〕并

委任砵甸乍爵士(SirHenryPottinger)为首任香港总督(港督)。翌年,香港的立法机关更透过

颁布《最高法院条例》(SupremeCourtOrdinance)(1844年第15号条例),把英国的法律全面

引入香港。〔8〕

以上事件充份阐明了当时的香港确有必要委任熟悉英国法律的法官。而由于香港是英国

的殖民地,因此英国政府透过殖民地法律服务部(ColonialLegalService)〔9〕委任或直接委派

英国的法律界人士到香港的司法机构任职,就变成了顺理成章的安排。例如,香港首任最高法

院首席大法官 〔10〕(ChiefJustice)晓吾(JohnWalterHulme)和首位最高法院司法常务官 〔11〕

(RegistraroftheSupremeCourt)RobertDundasCay便是由英国政府指派来香港的。

开埠初期的香港法院并不独立于行政或立法机关,法官同时担任行政和立法机关成员的

情况非常普遍。例如,威廉·坚伟上尉在担任首席裁判官的同时,兼任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

成员。〔12〕另外,当时的首席裁判官需要同时兼任警察首长(SuperintendentofPolice)。最高

法院首席大法官晓吾也同时被委任为立法机关的成员。〔13〕事实上,当时的香港行政和司法

并无清晰的区别,最明显的例子是在1844年3月4日刑事法庭设立之时,当时的港督砵甸乍

爵士和护理总督德己立(Lieutenant-GovernorMajor-GeneralD’Aguilar)同时担任该法庭

的法官。〔14〕由于砵甸乍和德己立都从未接受过正式的法律教育和训练,因此这种由港督和

护理总督兼任法官的做法很快就证明彻底失败,并令大部分香港本地居民对法院失去信

心。〔15〕就连砵甸乍本人亦认为让具法律专业知识和资格的人担任法官会更为合适。〔16〕

即使在香港的最高法院于1845年10月1日成立之后,首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晓吾在

任期间亦受到当时的港督戴维斯爵士(SirJohnFrancisDavis)的肆意行政干预,甚至因拒绝

在一些案件中按戴维斯的指示判案而被免职。〔17〕不过,他坚持维护司法独立的做法获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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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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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on-kyshe,supranote4,p.18.
Norton-kyshe,supranote4,pp.20-23.
Wesley-Smith,supranote3,p.89.
殖民地法律服务部的工作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司法、政府法律工作,以及在不同英国殖民地负责一

些特定法律工作的职位(例如:司法常务官等)。SeeCharlesJeffries,TheColonialEmpireandItsCivil
Servic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38,pp.143-144.

当时被称为“首席按察司”。
当时在香港被称为“经历司”。

Norton-Kyshe,supranote4,p.33.
Ibid.,at49.
Norton-kyshe,supranote4,p.37.
Norton-kyshe,supranote4,p.39.
Norton-kyshe,supranote4,p.39.
Norton-kyshe,supranote4,pp.128,137,140,15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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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的肯定,并最终得以复职。〔18〕

由于香港始终是一个中国人的社会,当英国法律最初被引入香港之时,很多人都质疑这个

做法是否合适。不过,事实证明了英国的普通法及相应的司法制度不单成功地被移植到香港,

而且更有效地令当时充满动乱、没有法律可言、司法机构人员公然贪污的香港,改变为一个基

本上公正有序、有法可依的社会。〔19〕在这一点上,“外籍法官”可谓居功至伟。

无可否认,在香港的普通法及相应的司法制度的设立及发展过程中,“外籍法官”一直是担

当着重要支柱的角色。我们不难想象,要把普通法这一被视为外国产物的东西引入香港这一

片以华人社会为主的中国土地,是一项何等艰巨的任务。普通法之所以能成功被移植到香港,

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有赖“外籍法官”的努力和贡献。特别是在殖民时代初期,当大部分本地中

国人都对英国的法律和法制毫无认识的时候,要以英国的法律管治他们就更困难。另外,正如

上文所提及,行政干预司法的情况在殖民时代初期不时发生。幸好当时的英国政府支持维护

司法独立,赢得了本地中国人的信任,从而亦有助于把普通法及相应的司法制度成功移植到香

港。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外籍法官”在那个时期对香港所作出的实质贡献。至于在象征意义

方面,聘用外籍人士出任香港法院的法官,也在很大程度上给了外来经商的人士一定的信心,

令更多的外国人来香港经商。〔20〕香港法院聘用“外籍法官”的传统,从那时起正式开始,除了

在二战时期日军侵占香港期间停止之外,一直沿用至回归之前。

二、从1945年英国光复香港至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之前

司法机构本地化以及“外籍法官”的角色

  
(一)司法机构本地化政策及其落实

在开埠首三十多年间,香港的法官全为外籍人士担任。直至1880年,伍廷芳成为首位获

司法机构聘用的华人,担任署巡理府(ActingPoliceMagistrate)一职。〔21〕但这只是少数的例

外。事实上,自成为英国殖民地之后至日军侵占香港之前,港英政府普遍起用外籍人士出任公

务员及司法机构人员,造成公务员队伍中非本地人士占大多数、歧视本地公务员等问题出现,

引起香港华人社会的不满。为了改变这种外籍人士垄断政府职位的情况,在1945年英国光复

香港之后,港英政府正式推行公务员本地化政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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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on-kyshe,supranote4,p.199.
Norton-kyshe,supranote4,p.e.
Norton-kyshe,supranote4,p.ix.
LindaPomerantz-Zhang,WuTingfang (1842-1922):ReformandModernizationinModern

ChineseHistory,HongKongUniversityPress,1993,p.58.
参见香港首位华人女裁判官崔志英的著作,MarjorieChui,JusticeWithoutFearorFavour:Re-

flectionsofaChineseMagistrateinColonialHongKong,MingPaoPublications,1999,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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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务员本地化政策推出后的三十年间,港英政府从未认真彻实推行。〔23〕在司法机构

人员本地化方面,最明显落实有关政策的,就只有李福善分别于1966年及1971年获委任为首

名华籍地方法院 〔24〕(DistrictCourt)法官和首名华籍高等法院(HighCourt)法官。〔25〕当时

大部分的司法机构职位,仍由外籍人士担任。这种情况,到首席大法官贝理士爵士(SirGeof-
freyBriggs)于1976年委任约翰 ·奥利佛(JohnOliver)为最高法院司法常务官(Registrarof
theSupremeCourt)之后,才开始出现少许改变。〔26〕例如,1976年崔志英成为首位获香港司

法机构聘用的华人女性。〔27〕另外,在该年的75名法官及裁判官中有16名为华人,其中有13
人是约翰·奥利佛在任期间获聘用的。〔28〕1979年的纪录显示,当年地方法院的法官当中只

有2人为华人。〔29〕由此可见,当时司法机构聘用本地华人的政策主要是在裁判署推行。可惜

的是,这样较大规模实行的司法机构本地化工作在首席大法官贝理士爵士于1979年离任之后

似乎停止了。

二十世纪80年代初,港英政府开始筹备香港主权移交,可算是香港司法机构本地化的一

个重要契机。港英政府早已了解香港缺乏本地人出任法官,以及聘用华人法官(特别是能以粤

语审案的法官)的必要性。〔30〕但要解决缺乏“本地法官”的问题并不容易,其主要原因是由于

在工作经验要求和年龄方面能符合资格被聘用为法官的华人本就不多,再加上有关人士需要

有能力以粤语审案,因此合资格的人数就更少。鉴于这个现实情况,港英政府曾尝试放宽要

求。自1981年起,招聘法官的广告就列出,即使未能符合具最少10年执业资格和年龄最小40
岁这些对法官一般要求的人士,亦可申请成为法官。〔31〕法官的聘用要求在1984年更改为只

需最少5年执业资格和年龄最小30岁。〔32〕纵使这样降低要求,成效仍不理想。陈弘毅于

198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粗略统计当年超过80%的香港法官、裁判官和其他司法机构

人员,都是外籍人士。〔33〕政务司司长 〔34〕(ChiefSecretary)钟逸杰(DavidAkers-Jones)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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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Magistrateadmittedtohospital”,SouthChinaMorningPost,11July1976,p.10.
即现时的区域法院。
“SimonLi,theFirstChinesetoActasChiefJusticeDiesAged91SurroundedbyFamilyinHospi-

tal”,SouthChinaMorningPost,28February2013.李福善于1984年成为首位华人获委任为上诉庭副庭长。
另外,他于80年代更成为首位华人获委任为署理首席按察司(ActingChiefJustice)。

Supranote23.
Chui,supranote22,pp.2,41.
Chui,supranote22,p.6.
Chui,supranote22,p.41.
DanielChung,MatthewLeungandWongWing-hang,“BidforMoreLocalsintheJudiciary:

LegcoMeets”,SouthChinaMorningPost,10April1986.由于香港绝大部分居民的母语为粤语,因此回归后

的香港法院,必须有能以粤语审案的法官以迎合社会的需要。

Ibid.
Chung,supranote30,

AlbertH.Y.Chen,“1997:TheLanguageoftheLawinHongKong”,15(1)HongKongLaw
Journal,25(1985).

当时被称为“布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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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直至1986年4月1日,在145名法官及裁判官中,只有35人以本地待遇聘用。〔35〕需要注

意的是,正如本文引言部分指出,在香港公务员招聘中,以本地待遇获聘用的并非一定是本地

人。因此这35名司法人员中可能包括了一些不懂粤语的外籍人士。与其他级别的法院相比,
最基层的裁判署 〔36〕(Magistracy)是处理最多牵涉普罗市民(尤其是低下阶层、不懂英语的人

士)的案件的法院。因此,裁判署对“本地法官”的需求,较其他法院大。不过,直至1987年9月

为止,在60名裁判官中,只有约10位为本地人。〔37〕至于高等法院,当时亦只有2名“本地法

官”。由此可见,级别越高的法院,落实司法人员本地化的成效越差。〔38〕如果与1976年相比,

我们更发现华人法官的数目,无论在实际人数又或是百分比方面,都呈现下跌的情况。

落实司法机构本地化政策的真正转折点,是1988年港英政府打破过去147年的传统,在
当时只有30%以本地待遇聘用的司法机构人员中,委任杨铁梁为首位华人首席大法官。但是

杨的华人身份,却引起了一些“外籍法官”的批评,指他之所以获委任为首席大法官,纯粹是因

为港英政府为了筹备回归而要落实公务员本地化政策之结果。〔39〕纵然受到这些抨击,基于

香港回归后的长远利益和实际需要,作为香港这个以“外籍法官”占大多数的司法机构的首位

本地华人首席大法官,杨上任后仍马上宣布落实司法人员本地化是其任内主要目标。〔40〕但

另一方面,他亦深明当时面对的实际情况,所以他亦指出,由于香港的法院在未来的一段时期

仍需要聘用外籍人士担任法官,因此为司法机构本地化订下一个时间表是不切实际的。〔41〕

虽然杨具有雄心壮志,但他却未能在任内成功落实法官本地化的目标。1991年,上诉庭

的9位法官中,除杨自己之外,其余8人全为外籍人士;在20名高等法院法官中,只有3人以

本地待遇聘用;在32名地方法院法官中,只有10人以本地待遇聘用。〔42〕同年,司法机构更

在没有提供解释的情况下,聘用了两名“外籍法官”。〔43〕这事件清楚显示,直到回归前不久,

港英的司法机构并没有放弃聘用外籍人士担任法官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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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micReview,18(3May1990).杨铁梁担任首席按察司一职8年,直至1996年因要参加第一届香港特别行

政区行政长官选举而辞职。

SimonMacklin,“Lawyerswaryofjudiciary”,SouthChinaMorningPost,23May1988,p.3.
SimonMacklin,“SnapsHitJudiciaryHopesforExtrastaff”,SouthChinaMorningPost,7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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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香港法院缺乏“本地法官”的原因

正如上文提及,港英政府早在二十世纪50年代已经推出司法机构本地化政策,并在1984
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尝试采用不同方法落实有关政策。但即使到1997年回归前,进展仍

差强人意。到底原因何在?

1.缺乏合资格担任法官的本地人才

大部分人都认为,香港法院缺乏“本地法官”的主要原因是香港缺乏合资格担任法官的本

地人才。由于香港在提供法学教育和法律专业培训方面起步较迟,这个论点有其合理之处。

香港的首个法律学院在1969年才成立,〔44〕因此二十世纪70年代之前,香港的所有法律界人

士(包括法官、大律师和律师)都是在外国接受法学教育的。由于当时香港并没有太多人能负

担到外国留学的高昂费用,所以当时的法律界主要由外籍人士组成。正如上文所述,1981年

之前,在工作经验方面,香港法官的入职资格为最少10年执业经验,所以香港本土培训的首批

法律系毕业生,最早也要到1983年才有资格担任法官。〔45〕在1984年司法机构放宽执业年资

和年龄要求后,符合资格的本地人士才显著增加了。因此,法学教育的迟起步,应该是直接导

致香港缺乏具有丰富法律实务经验及双语(英语及粤语)能力的人才担任法官的其中一个原

因。〔46〕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赞同以上观点。例如,崔志英就曾在其著作中指出,事实上当时并不

是没有合资格担任法官的本地人才,因为当时的大律师当中,已经有些人是在英国完成法学教

育后回流香港的。〔47〕另外,当时很多行内公认非常优秀的本地律师其实都曾表示有兴趣加

入司法机构工作,只是没有获法院聘用而已。因此,每当听到首席大法官说不会为了实行司法

人员本地化而勉强聘用在各方面都质素欠佳的人士担任法官和裁判官时,这批人都觉得有关

说话是对他们的羞辱。〔48〕

若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上述观点仍能成立的话,那么到90年代中期,缺乏合资格担

任法官的本地人才这个论点就很难成立了。根据司法机构的年报,1995年上诉庭有3名“本地

法官”,而高等法院亦有8名华人法官。〔49〕因此,要达到1997年有50%的法官是本地人的目

·5511·

“一国两制”下香港“外籍法官”的角色演变

〔44〕

〔45〕

〔46〕

〔47〕

〔48〕

〔49〕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是香港首间法律学院。
他们需要读三年法律本科加一年法律专业文凭课程才能做见习大律师(barrister,又称讼务律师)

和事务律师(solicitor)。

Malcolm Merry,“NotEntirelyLegal– Part55”,LexisNexisHongKongBlog,11October
2012,http://law.lexisnexis.com/webcenters/hk/Blogs--Analysis/Not-Entirely-Legal---Part-55
(Lastaccessed31May2015);FrankChing,“RecruitingOverseasJudgestheRightThingtodoForNow”,

SouthChina Morning Post,8 May2013,http://www.scmp.com/comment/insight-opinion/article/

1232435/recruiting-overseas-judges-right-thing-do-now(Lastaccessed19August2015).
Chui,supranote22,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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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只需多聘4名合资格担任法官的本地人士即可。而1996年时香港已有47名御用大律

师 〔50〕(Queen’sCounsel),〔51〕他们均具备担任高等法院法官的资格。因此,很难令人相信到

回归前香港仍没有足够本地人才合资格担任法官。

2.港英政府缺乏诚意落实司法人员本地化政策

香港法院缺乏“本地法官”的主要原因,应该归咎于司法机构缺乏诚意和实际计划去寻找

合适的本地人才。〔52〕虽然港英政府已制订了本地化政策,但其落实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

法机构采取有效的措施。例如,二十世纪70年代首席大法官贝理士和最高法院司法常务官约

翰·奥利佛在任期间,落实本地化的成绩颇为理想。但自罗弼时爵士(SirDenysRoberts)于

1979年接任首席大法官起至80年代末,香港司法机构在行政管理方面出现了重大改变,不单

没有继续落实本地化政策,而且还大大降低了司法机构人事管理方面的透明度。从1984年

《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不再让公众以至司法机构人员查阅关于法官和裁判官委任及升迁的

数据。〔53〕80年代中期,司法机构内获新招聘及升迁的外籍人员的数目更进一步上升,甚至有

很多新增的职位,都以外籍人士出任,导致司法机构内90%的高级职位都由外籍人士出任的

情况出现。一些本地人认为这是殖民地政府在回归前尽最后努力,为其国民及其他在港的外

籍人士,在香港寻求最大利益的举措。〔54〕崔在其著作中亦指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90
年代初期,司法机构内,即使是在最低级别的裁判署,在招聘人员方面都以外籍人士优先。〔55〕

1993年,本地司法机构人员协会更公开表示对司法机构在本地化工作方面进度之缓慢非常不

满,并作出强烈批评,指除非司法机构加快本地化的工作,否则将会面临一次危机。〔56〕

3.对外籍人士给予优厚待遇及歧视本地人的做法

事实上,殖民时代的香港司法机构对本地人的歧视,在本地司法界广为人知并且已有共

识。这亦是70年代余叔韶御用大律师三次拒绝司法机构邀请其成为高等法院法官的原

因。〔57〕另一名御用大律师冯华健亦曾指出,若非因为司法机构在薪金及福利方面给予外籍

人士比本地人士更优厚的待遇,更多本地人士会愿意加入司法机构工作。〔58〕除了大律师之

外,有些在司法机构内工作的“本地法官”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例如,当时任职裁判官的崔指

出,同样是被聘用为较低级的法官,但“外籍法官”往往比“本地法官”较快获得晋升机会,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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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能在司法机构中出任高级职位。〔59〕

对于缺少本地人士担任法官这个问题,港督卫奕信爵士(SirDavidWilson)认为是因为一

些御用大律师或大律师不愿放弃私人执业所可赚取的可观收入,因此拒绝担任法官。〔60〕毫无

疑问,法官的收入一般较御用大律师为低,但香港主流的观点认为,令一些本地人不愿加入司

法机构的真正原因之一是司法机构对本地人的歧视,与法官收入多少无关。

4.不明朗的政治和法律环境

主权回归对香港的政治和司法独立的前景所带来的不确定影响,亦是令本地法律界人士

不愿意加入司法机构的原因之一。〔61〕在1988年,时任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的邓国桢御用大

律师指出,香港大律师由于对香港的政治前途缺乏信心而不愿意加入司法机构。〔62〕其继任大

律师公会主席罗吉斯御用大律师在1991年也指出,大律师担忧香港法律制度的未来,也不确

定香港在回归中国后能把普通法制度保留到什么程度。〔63〕李志喜资深大律师也曾发出以下

警告:人们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司法独立的理念已经完全扎根于现今政府的脑海里,更不用说

未来的政府了。〔64〕

5.反对司法机构本地化的理据

虽然政府1945年就提出了本地化政策,但是政府内部也存在不同的声音。反对司法机构

本地化的理据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司法机构本地化政策的落实,会令香港法律界中的外籍

人士,例如印度籍人士和其他少数族裔人士受到歧视。〔65〕不过,这个论点只适用于与香港有

紧密联系但却被界定为外籍人士的非华裔人士。而本文开始时已指出,这些与香港有密切联

系的非华裔人士应该被界定为本地人士,而非“外籍人士”。

其次,有关政策的实施可能会令人们对本地法律制度的信心出现动摇。罗弼时爵士在担

任首席大法官时亦曾公开指出“司法机构必须继续以大量外籍人士出任法官,才能维持人们对

回归后香港的司法制度的信心”。〔66〕虽然这番言论令身为中国籍法官的崔志英觉得被侮

辱,〔67〕但事实上罗弼时爵士亦有其道理,因为回归前维持公众对回归后香港的信心,是中英

政府的首要任务。

再次,他们认为,香港司法机构的业务能力已经属于低下水平,若再实施本地化政策的话,

其业务能力会更为人诟病。不过,无论是法律界还是非法律界的人士都认为,香港司法机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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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能力低下实应归咎于首席大法官罗弼时爵士在任内擢升了不少法律专业素质不够高的人士

担任法官。〔68〕

所以,以上的三个论点当中,只有第二个论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至于第三个论点,则与

司法机构本地化无关。相反地,有关问题实际上是由司法机构内出任高层职位的外籍人士,而
非本地人所致。

(三)“外籍法官”担当的角色

1945年香港光复之后至70年代,香港的司法机构仍不断发展。例如1953年设立地方法

院,其首批三名法官全由外籍人士担任。〔69〕1976年按1975年制订的《最高法院条例》设立高

等法院和上诉庭,但首批高等法院和上诉庭法官中,只有一名中国籍的高院法官(puisne

judge)。〔70〕由此可见,“外籍法官”在这段期间对香港的法制建设和发展仍起着重要作用。不

过,与开埠初期相比,其重要性已降低了。在这段时间内,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执行法律,而非机

构和制度建制。

虽然整体而言“外籍法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都很好,但当中也有少数害群之马,做出损害

司法机构声誉的行为。例如,高等法院法官欧德雅(O’Dea)便因被揭露在审案时公然看小说

而辞职;〔71〕柏嘉(Barker)法官亦由于其在哄动一时的佳宁案中,裁定佳宁集团主席及另外五

名被告罪名不成立而于1988年辞职。〔72〕他的有关判决中有几处后来被上诉庭裁定在法律

上存在错误。〔73〕1996年亦有报道指一名地方法院资深法官试图欺凌负责其审理案件的律师

而被降职。〔74〕事实上,司法机构于整个80年代都存在管理不善问题,但这一直都只是司法

机构内为人共知的情况。直至90年代,当最高法院司法常务官被揭发不单只干预民事案件的

判决,而且亦干预刑事案件审讯时,这司法机构内存在已久的严重问题,才正式向公众曝

光。〔75〕最后,在一些民选立法局 〔76〕(LegislativeCouncil)议员向政府施压,要求剥夺最高法

院司法常务官的行政权力后,问题才得以解决。〔77〕

正如上文提及,香港自二十世纪60年代末开始培养自己的法律人才,所以到了80年代末

和90年代,香港的法律界实际上已经有一批由本地培训的律师和大律师有资格担任法官。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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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回归带来的一些不明朗因素、司法机构歧视本地人的做法,都令很多香港人(包括法律

界人士)对香港回归后的前景感到渺茫。因此很多本地培训的法律精英都拒绝加入司法机构

工作。结果是,回归前“外籍法官”在香港的司法机构仍担当着中流砥柱的角色。他们不单只

发挥着肩负起法院工作和香港法律法制发展的实际作用。同时,他们的存在亦成了香港回归

后法治和司法独立不受影响的象征,发挥了重要的象征意义。

三、回归后香港的“外籍法官”

即使在回归后,缺乏“本地法官”仍是香港法律界面对的一大难题。回归后首15年中,香
港司法机构内,特别是较高级别的法院,“外籍法官”的比例仍比“本地法官”为高。〔78〕为了解

决“本地法官荒”的问题,回归后的高等法院(包括原讼法庭和上诉法庭)只有从下级法院借调

一些“外籍法官”,以及邀请一些已退休的“外籍法官”,短期协助应付法院的审讯工作。〔79〕前

高等法院法官王式英更指出,特别在过去十年,很多这样以短期借调形式协助高等法院审案的

法官,实际上差不多是长驻高等法院工作。〔80〕

不过,这个情况近年已明显改善。2012年8月,司法机构宣布委任23名新法官和裁判官,
当中几乎所有人都能说中文。因此,有评论认为这是香港司法机构本地化的一个分水岭,从此

香港司法机构将会逐渐步向全面本地化的最终局面。〔81〕另外,更有报导指司法机构在招聘

法官时,已尝试尽量避免聘请外籍人士。〔82〕

至2015年10月31日,除了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之外,香港上诉法庭的12名法官中有

8名中国籍的法官;原讼法庭的25名法官中,有21人为中国人;区域法院 〔83〕(DistrictCourt)的

37名法官中,有31人为中国人;裁判法院 〔84〕(Magistrates)的82名裁判官中,有80人为中国

人。〔85〕由此可见,司法机构本地化的工作在原讼法庭、区域法院和裁判法院至今已大致完成。
即使高等法院(即原讼法庭和上诉法庭),亦只欠8名“本地法官”便可达到百分百本地化。〔86〕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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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Merry,supranote46.
Merry,supranote46.
William Waung,“JudicialIndependenceinHongKong”,Standnews,5August2015,https://

thestandnews.com/politics/judicial-independence-in-hong-kong/(Lastaccessed21August2015).
Merry,supranote46.
“工作繁忙条件严格,香港难招募法官”,《南华早报》中文网,2012年12月31日,http://www.

nanzao.com/tc/hk-macau-tw/14c314778c6d736/gong-zuo-fan-mang-tiao-jian-yan-ge-xiang-
gang-nan-zhao-mu-fa-guan,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5月31日。

以前的地方法院。
以前的裁判署。
参见香港司法机构网页,http://www.judiciary.gov.hk/tc/organization/judges.htm,最后访问日期:

2015年10月31日。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该8名非本地法官都不是中国籍人士,但他们却可能曾在香港接受法律教育,又

或者与香港有密切联系。因此,实际的本地化百分率可能比本文计算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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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地的大律师中,已经有97名资深大律师。〔87〕因此,香港缺乏合资格的本地法律人才担任法

官的论点在今天已经完全没有说服力了,找不到8名本地人加入司法机构的说法也已经不再令

人信服。
(一)回归后香港继续聘用“外籍法官”的法律理据

中英两国政府早于二十世纪80年代已经达成协议,准许回归后的香港司法机构在一定的

条件下,让回归前在香港任职的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继续留任,以及继续从其他普通法国家聘

用外籍人士加入司法机构工作。〔88〕这样的安排被形容为是由于香港缺乏具丰富资历的法律

人才,而被迫作出的“可理解但不情愿”的安排。〔89〕

根据《基本法》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应由在外国无

居留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90〕至于终审法院的常任法官,则
需要“在香港以大律师或律师身份执业最少10年的大律师”。〔91〕《基本法》第92条规定:“香
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应根据其本人的司法和专业才能选用,并可从其他普通

法适用地区聘用”。〔92〕由上述条文可见,除了对终审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的限制之

外,对其他司法机构人员,并无任何居留年期或国籍限制。另外,《基本法》第82条明文授权终

审法院“可根据需要邀请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的法官参加审判”。〔93〕换言之,回归后香港法

院聘用“外籍法官”的权利得到了香港的宪制性文件《基本法》的保障。
(二)香港终审法院的“外籍法官”

回归后终审法院取代了英国的枢密院,成为享有终审权的香港法院。因此,在司法机构的

众多职位中,最受关注的就是终审法院的法官。

1.终审法院的组成及非常任法官

终审法院的法官主要由首席大法官以及不少于三名常任法官组成。〔94〕虽然有关法律并

未有规定常任法官的人数上限,但在过去的18年间,常任法官的人数一直维持为三人。除了

首席大法官和三名常任法官之外,根据《香港终审法院条例》第5(2)及(3)条,终审法院可以根

据需要邀请香港及其他普通法国家的法官参加终审法院的审判。〔95〕这批法官被统称为“非
常任法官”,而实践中非常任法官可分为两类,分别为香港本地非常任法官和海外非常任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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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HongKongBarAssociation,BarList2015,HongKongBarAssociation,2015.
这个安排后来写入了《基本法》第93条第一款:“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前在香港任职的法官和其他

司法人员均可留用,其年资予以保留,薪金、津贴、福利待遇和服务条件不低于原来的标准。”

Ching,supranote46.
《基本法》第90条第一款;《香港终审法院条例》第6(1A)条。
《香港终审法院条例》第12(1A)条。这实际上是要求合资格人士必须为香港的永久居民,因为根

据香港的法律,基本上任何人士不论在回归前或回归后,只要在香港连续居留不少于7年,便能取得香港特别

行政区永久居民的身份。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居民”的详细定义,参见《入境条例》附表1第2条。
《基本法》第92条。
《基本法》第82条。
《香港终审法院条例》第5条。
《香港终审法院条例》第5(2)及(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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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人数方面,条例第10条规定:“担任非常任法官职位的人士的总人数,无论在任何时候均

不得超逾30名。”〔96〕从1997年7月1日回归后至2002年,香港本地非常任法官的人数一直

都比海外非常任法官为多。〔97〕但是自2003年开始,这个趋势出现扭转,香港本地非常任法官

的人数从那时起一直下降。2013年,终审法院有8名香港本地非常任法官和10名海外非常

任法官;但到了2014年,香港本地非常任法官减至6人,而海外非常任法官则增加至12
人;〔98〕到2016年初,香港本地非常任法官更减至4人,而海外非常任法官则减至10人。〔99〕

从1997年7月1日成立至2016年初的18年多期间,曾担任香港本地非常任法官和海外非常

任法官的人数分别为17人及22人。〔100〕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在17名香港本地非常任法官中,

只有陈兆恺法官和已故的沈澄法官为中国籍人士。

香港终审法院的常任法官、香港本地非常任法官和海外非常任法官人数 (1996-2015年)〔101〕

年 份 常任法官 香港本地非常任法官 海外非常任法官

1996-1998 3 11 6

1999 3 11 6

2000 3 12 9

2001 3 12 9

2002 3 12 8

2003 3 8 10

2004 3 8 9

2005 3 8 9

2006 3 8 11

2007 3 6 10

2008 3 6 10

2009 3 6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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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97〕

〔98〕

〔99〕

〔100〕

〔101〕

《香港终审法院条例》第10条。
例如1997至1998年间,香港非常任法官人数为11人,而海外非常任法官人数则只有6人。See

HongKongJudiciaryAnnualReports,HongKong:Judiciary,[1996-2002].
HongKongJudiciaryAnnualReports,HongKong:Judiciary,[2003-2014].
关于现任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的详细资料,参见香港终审法院网页,http://www.hkcfa.hk/en/a-

bout/who/judges/npjs/index.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1月26日。
关于前任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的详细资料,参见香港终审法院网页,http://www.hkcfa.hk/tc/a-

bout/who/judges/former/index.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1月26日。17名香港本地非常任法官包括已故

的沈澄法官(于1997—2000年担任常任法官;于2000年担任香港本地非常任法官)和烈显伦法官(于1997—

2000年担任常任法官;于2000—2015年担任香港本地非常任法官)。

HongKongJudiciaryAnnualReports,HongKong:Judiciary[1996-2014];终审法院网页,ht-
tp://www.hkcfa.hk/en/about/who/judges/introduction/index.html(Lastaccessed21January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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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3 6 11

2011 3 6 13

2012 3 7 14

2013 3 6 12

2014 3 6 12

2015 3 5 10

截至2016年1月21日为止,香港终审法院共有18名法官,包括一名首席大法官、3名常

任法官、4名香港非常任法官和10名海外非常任法官。〔102〕

另外,直至目前为止,所有海外非常任法官都是来自英国、澳洲和新西兰这三个普通法国

家。正如杨艾文指出,这个做法是从1997年9月,当时的终审法院首席大法官李国能与英国

的大法官艾伟仪勋爵(LordIrvine)达成协议,委任两名在任的英国大法官成为香港终审法院

的海外非常任法官开始确立的。有关协议规定,被委任的两名在任英国大法官在退休之后仍

继续担任香港终审法院的海外非常任法官。至于来自澳洲和新西兰的海外非常任法官,他们

都是在本国退休的大法官。〔103〕李国能前首席大法官非常支持这个邀请海外法官担任终审法

院非常任法官的做法,并认为邀请到那些知名的海外法官担任非常任法官是香港的荣幸。〔104〕

2.终审法院审判庭的组成

关于终审法院审判庭的组成,不论是《中英联合声明》还是《基本法》,都未对海外非常任法

官的人数作出任何规定。当中英联络小组于1991年10月达成协议,规定终审法院审判庭由

四名香港常任法官和一名海外法官组成时,香港大律师公会和香港律师会严厉批评这个安排

有违《中英联合声明》。〔105〕虽然如此,这个4:1的安排最后都维持不变,并被写入后来颁布的

《香港终审法院条例》中。虽然《香港终审法院条例》第5条只是说终审法院“可根据需要”邀请

香港本地非常任法官和海外非常任法官参加终审法院的审判,〔106〕但是其第16条却规定所有

上诉至终审法院的案件都必须由以下成员组成的审判庭审理:

(i)首席法官或根据第(2)款指定代替首席法官参加审判的常任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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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103〕

〔104〕

〔105〕

〔106〕

香港司法 机 构 网 页,http://www.judiciary.gov.hk/tc/organization/judges.htm,最 后 访 问 日 期:

2016年1月21日。

SimonN.M.Young,AntonioDaRozaandYashGhai,“RoleoftheChiefJustice”,inSimonN.
M.YoungandYashGhaieds.,HongKong’sCourtofFinalAppeal:TheDevelopmentoftheLawinChi-
na’sHongKong,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4,p.231.

“TheChiefJustice’sAddressattheOpeningoftheLegalYear”,11January1999,inSimonN.M.
Youngetal.,ibid.,at232.

LindyCourse,“Government‘MisledbyLawBodies’”,SouthChinaMorningPost,4November
1991,p.1.

《香港终审法院条例》第5(2)及(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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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3名由首席法官委派的常任法官;及

(iii)由首席法官挑选并由终审法院邀请的1名非常任香港法官或1名其他普通法适用地

区法官。〔107〕

关于第(iii)项,杨艾文指出,在回归后首13年间终审法院审理的上诉案件中,97%是由包

括一名海外非常任法官组成的审判庭审理的。他认为这是首任终审法院首席大法官李国能在

任期间所确立的一个“惯例”。〔108〕

(三)回归后“外籍法官”在香港的作用

香港的普通法及相应的司法制度一直都在实质意义和象征意义上守护着香港社会最重要

的核心价值之一:法治。因此,普通法及相关的司法制度一直为香港社会所珍惜。在香港回归

之后,保留香港原有的普通法及相应的司法制度就更为重要。

1.“外籍法官”的象征意义

佳日思曾指出在两种情况下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法院需要有“外籍法官”:第一种情况是

当地缺乏适合当法官的人才;第二种情况是当地人普遍对“本地法官”不信任。〔109〕基于上文

的分析,第一种情况目前已不再适用于香港,因此第二种情况似乎是作为香港仍聘用“外籍法

官”的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

回归以来,在香港众多政府机构之中,司法机构是具有最高公信力的。〔110〕但由于大部分

人从没有与法院有任何直接的接触,他们对司法机构的信心主要是来自司法机构以及法官们

一直给予公众公正廉明的形象。虽然上文提及香港的“外籍法官”曾发生过的一些丑闻,但整

体而言,无论在回归前或回归后,主要由外籍人士组成的香港司法机构都能维持公正廉洁的形

象。〔111〕不单是香港社会,就连国际社会亦对香港司法机构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它是香港廉

洁、公正、法治、司法独立的象征。因此,回归后香港司法机构继续聘用“外籍法官”,有助于增

强外国人(尤其是国际投资者和与香港有商贸来往的人士)对香港的信心。〔112〕

另外,虽然并没有证据证明“本地法官”的业务能力较“外籍法官”逊色,但是对“外籍法官”

的信任程度高于“本地法官”的偏见在香港确实存在。基于这个原因,“外籍法官”一直被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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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108〕

〔109〕

〔110〕

〔111〕

〔112〕

《香港终审法院条例》第16(1)条。

Youngetal.,supranote103,p.231.
YashGhai,“ThemesandArguments”,inSimonN.M.YoungandYashGhaieds.,supranote

103,p.25.
参见谭伟强(WaikeungTam)在著作中引用的两项调查。SeeWaikeungTam,LegalMobilization

underAuthoritarianism:TheCaseofPost-ColonialHongKong,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3,pp.
85-87.

“LordWoolfinHongKong”,UCL (UniversityCollegeLondon)News,15May2006,https://

www.ucl.ac.uk/news/news-articles/0605/06051501(Lastaccessed21August2015).
SimonN.M.YoungandAntonioDaRoza,“TheJudges”,inSimonN.M.YoungandYashGhai

eds.,supranote103,p.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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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香港承诺继续维护法治和司法独立的象征。而这个象征意义在涉及政府或公营机构的诉讼

中尤为重要。正如谭伟强指出,如果市民潜意识中认为法院不会公正审理涉及政府或公营机

构的诉讼,那么他们循司法途径解决问题的意欲便会降低。〔113〕

在众多“外籍法官”中,终审法院的海外非常任法官对香港维护法治和司法独立的象征意

义最为重要。正如一名曾向政府提起司法复核的诉讼人所指出,终审法院的海外非常任法官,

加强了他们对法院作出公正判决的信心,因为他们认为在涉及政府的案件中,“本地法官”在作

出判决时很可能会倾向作出(又或是受到压力而必须作出)有利政府的判决。所以,他们相信

审判庭加入海外非常任法官,可以起到平衡“本地法官”的作用,从而降低不公正判决出现的可

能性。〔114〕

相对香港本地居民,香港法院继续聘用“外籍法官”的象征意义,对国际社会更为重要。正

如终审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梅师贤爵士指出:“香港之所以被称为国际金融中心,实在有赖香

港法院的廉洁和地位。再者,在香港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之下,香港法院的判决反映出香港仍能

维持是一个法治社会、法院仍以国际认可的司法水平审理案件这两点至关重要。”〔115〕

终审法院加入“外籍法官”,不单证明了回归后香港的司法制度仍能与国际社会保持接轨

和互动,〔116〕而且亦象征着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独立并未因回归而被削弱。正如律政司司长袁国

强所说,终审法院的所有海外非常任法官都是名声显赫的法官,如果香港法院并不享有司法独

立,又或是法官们在审理案件时会受到干预,这些知名法官一定不会接受邀请担任终审法院的

法官。换言之,他们必定是对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独立有莫大的信心,才会接受邀请。〔117〕

2.“外籍法官”所发挥的实质作用

虽然“外籍法官”对香港法治的象征意义非常重要,但我们亦不应忽略他们对香港的法律

制度发展所发挥的实质性贡献。首先,在终审法院中加入海外非常任法官,有助确保在回归

后,当英国的枢密院不再是香港法院制度中的最高审判机关之后,香港自己成立的终审法院仍

能拥有高法律专业水平的法官,以协助终审法院建立其独有的一套判例制度。正如杨艾文指

出,终审法院在挑选加入审理各个案件的海外非常任法官时,都会以那些法官的专长领域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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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114〕

〔115〕

〔116〕

〔117〕

Tam,supranote110,p.70.
Ibid.,at71.这个观点是2003年因反对政府在维多利亚港进行填海工程而向政府提出诉讼的保

护海港协会顾问徐嘉慎提出的。

HonSirAnthonyMasonACKBE,“TheCommonLawinFinalCourtsofAppealOutsideBritain”,

78AustralianLawJournal,192(2004).
MelissaKayePang,“HongKongasaBaseforDoingBusinessinMainlandChina”,BusinessLaw

Today,June2013,http://www.americanbar.org/publications/blt/2013/06/01_pang.html(Lastaccessed21
August2015).

“SpeechbytheSJatChathamHouseinLondon”,HongKongSARGovernmentPressRelease,15
October2014,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410/15/P201410151108.htm (Lastaccessed21Au-
gust2015).前高等法院法官王式英亦曾发表过同样的意见。Waung,supranote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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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因素。例如,苗礼治勋爵(LordMillett)会被委派审理破产清盘案件或财产案件。〔118〕这

样的安排可使终审法院充分利用那些著名法官的专长来为不同类型的案件建立具权威性的判

例,从而让下级法院在判案时有先例可循。

由于香港仍是普通法系的一员,因此香港法院的判决亦必须与普通法的一般原则保持一

致。海外非常任法官正好能在确保终审法院判决与普通法一般原则相一致方面起到把关的作

用。这是他们在香港发挥的第二个重要实质作用。

除此之外,由于“外籍法官”都是来自普通法国家,而每一个普通法国家都有其独特之处,

因此“外籍法官”在加入香港法院时,必定会把他们所属国家特有的一套普通法判例,以及他们

自身的经验、法律技巧和专长一并带入香港法院。而透过一同工作以及日常分享、交流和互

动,他们可以协助“本地法官”丰富他们的法律知识和审判技巧,从而提升香港法院的专业素

质。〔119〕按前终审法院香港本地非常任法官马天敏(Mr.JohnBarryMortimer)所说,海外非常

任法官“把国际上以及不同国家、地区的普通法引入香港终审法院”。〔120〕大律师罗沛然亦认

为,海外非常任法官担负起了联系香港和其他普通法国家纽带的重要作用。〔121〕

再者,正如陈兆恺法官所指出,由于在香港有来自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士在这里生活和工

作,基于这些“外籍法官”自身的背景,他们可以更好地回应外籍诉讼人的司法诉求,因此法院

聘用“外籍法官”是合理和必须的。〔122〕

虽然上文分析了“外籍法官”对香港法律体系发展所作出的众多实质贡献,但我们必须检

视这样一个问题:他们的角色是否可由“本地法官”所取替? 如果我们回顾香港近三十年本地

法律体系的发展,我们会发现从1991年《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制订之后,本地的大律师和法院

在处理案件时不单要适用香港本地的法律,而且还要比较不同普通法法系,甚至欧洲国家和国

际性的法律和案例。回归之后,由于《基本法》规定香港法院在判案时可以参考其他普通法国

家的案例,〔123〕因此他们更要更深入地研究美国、加拿大、澳洲、新西兰、南非等不同普通法法

系的案例。〔124〕虽然要面对这项艰巨任务,但本地的大律师和各级法院的法官一直都表现胜

任,并在过程中不断累积宝贵的经验。事实上,引用不同国家的案例已经成为香港大律师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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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etal.,supranote112,pp.263-264.
葛峰:“听陈兆恺法官细数香港法治往事”,载智合东方网,http://zhihedongfang.com/article-

1805/,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5月25日。

Youngetal.,supranote112,p.264.
P.Y.Lo,“HongKong’sTwoConstitutional‘Outsiders’”,BlogoftheInternationalJournalof

ConstitutionalLawandConstitutionMaking.org,1February2013,http://www.iconnectblog.com/2013/02/

hong-kongs-two-constitutional-outsiders/(Lastaccessed21August2015).
葛峰,见前注〔119〕。
参见《基本法》第84条。
“国旗案”充分反映了这个情况。SeeHKSARv.NgKungSiuandAnother (1999)3HKLRD

907;(1999)2HKCFAR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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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处理案件时的惯常做法,所以他们可以说是世上对不同普通法法系具有最深认识的一群人。

因此,笔者认为,上文提及“外籍法官”对香港法律体系发展所作出的实质贡献,如今已经可以

由香港本地的法官取代了。

另外,终审法院审判庭的本地常任法官和海外非常任法官的比例为4:1。这决定了本地

常任法官的决定才是案件最后结果的关键。而且,笔者在查阅了从1997年回归之后至2015
年底为止的所有有海外非常任法官参与审理的终审法院的案件,只有一个海外非常任法官在

一个案件中作出过异议判决(dissentingjudgment)。除此之外,在所有其他案件中,海外非常

任法官都同意终审法院多数法官的判决。这一点可以解读为他们对本地常任法官的决定———

特别是那些案件中大多数“本地法官”的判决———非常有信心,并认为有关判决的质素符合他

们本身所属国家的司法系统要求的判决水平,否则,以他们的声望和地位,一定不会支持任何

他们不认同的判决。

四、总结

本文详细分析了从十九世纪40年代香港开埠到现在,“外籍法官”在不同时期对香港法治

的象征意义和实质贡献。笔者认为在今天的香港,“外籍法官”所能发挥的实质作用,已完全可

以由香港本地的法官所取代。然而他们对香港法治的象征意义,相信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非

常重要。

另外,香港本地及海外的法律界人士都清楚知道,香港的“本地法官”和“外籍法官”一样具

有很强的业务能力。但是,香港的普罗大众和外国人对“本地法官”缺乏深入认识。就外国人

而言,他们很自然地会把香港的“本地法官”与中国内地的法官混为一谈。再者,媒体的报导亦

会很大程度地直接影响他们对“本地法官”和司法制度,以及对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独立的信心。

例如当国务院于2015年发布《“一国两制”白皮书》时,就由于《白皮书》中把香港法官视为“治

港者”,并要求他们“爱国爱港”而在中港两地,特别是民主派和建制派之间,引起了一场激烈的

政治争拗。民主派人士和香港一般市民都担心这样的描述是在暗示中央政府将会干预甚至削

弱香港的法院和法官一直享有的司法独立。关于这场争拗,香港终审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英

国最高法院(SupremeCourt)院长廖柏嘉勋爵(LordNeuberger)曾发表个人意见,认为根本不

需要对《白皮书》的有关内容存有任何忧虑。〔125〕笔者曾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由于廖柏嘉勋

爵的地位,他的这番言论,比香港或中国内地任何学者或官员不断重复保证香港的法治和司法

独立不会被削弱的声明,能更有效地消除成千上万香港普罗大众以及国际社会和外国的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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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StuartLau,“NoNeedtoFearBeijing’sWhitePaper,SaysTopBritishJudgeLordNeuberger”,

SouthChinaMorningPost,26August2014,http://www.scmp.com/news/hong-kong/article/1580878/no
-need-fear-beijings-white-paper-says-top-uk-judge-lord-neuberger(Lastaccessedon31Octo-
ber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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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对香港法治未来的忧虑。〔126〕基于上述原因,笔者认为在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香

港的“外籍法官”,尤其是终审法院的海外非常任法官,仍会对香港的法治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而在中国的法治国家治理体系全面确立之后,香港就可以不再需要聘用“外籍法官”了。

Abstract:ForeignjudgeshavealwaysplayedanimportantroleinHongKongeversinceitbecamea

colonyoftheUnitedKingdom.Thisarticleaimsatexaminingtheevolutionoftherolesplayedbyforeign

judgesinmorethan170yearsfromthecolonialperiodtoitspresentstatusasaSpecialAdministrative

RegioninChina.Thearticlewillshowthattheimportanceoftheirpracticalrolesversussymbolicroles

haschangedovertheyearsfromhavingmorepracticalimportanceintheearlydaystohavingmoresym-

bolicimportancenowadays.Itarguesthatthesymbolicrolesofforeignjudgeshavebeenimportantafter

HongKong’schangeofsovereigntyandwillremainimportantsolongasHongKong’shoststate,Chi-

na,hasnotdevelopedintoafully-fledgedruleoflawstate.Whilethepracticalrolesofforeignjudgesare

stillimportant,theyarenotirreplaceable.ThedayChinabecomesaruleoflawstatewillbethedayon

whichitwillnolongerbenecessarytohaveforeignjudgesinHongKong.

KeyWords:ForeignJudges;LocalJudges;“OneCountry,TwoSystems”;HongKongSpecialAdmin-

istrativeRegion;Ruleof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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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林峰:“《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落实状况(2014)”,载李林、禾田编:《法治蓝皮书─中国法治发

展报告 (2015)》,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页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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